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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物象化论解读的贡献与缺憾

王南湜

摘 要 广松涉对《资本论》的物象化论解读是颇具独创性的，他对《资本论》的解读

涉及经济学内容，即价值形式论、价值实体论和商品拜物教论，但更主要的是从哲学层面，特

别是从哲学方法论层面说明马克思是如何“从认识上同时批判了对象和主体”的。广松涉的

物象化论超越了卢卡奇对《资本论》的物化论或异化论阐释，但仍然与卢卡奇的解读一样存

在着严重缺失，即忽视了《资本论》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进行的科学批判这一根

本主旨，未能从理论范式上提出改变世界必须以科学的方式揭示出欲改变的世界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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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松涉的物象化论颇具独创性，在马克思思想阐释史上开显出了一个新的视界；以之阐释《资本

论》，亦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超越了以往诸说，令人耳目一新。然而，这一阐释路径亦有其盲点，它虽然堪

称完美地解释了作为哲学层面批判的商品拜物教论，但却像它所欲超越的物化论阐释一样，忽略了一个

对于马克思来说更为根本的科学层面的批判。因而对广松涉《资本论》物象化论阐释恰如其分地评价，

当是当下我们推进《资本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卢卡奇物化论或异化论解读的意义与问题

广松涉的物象化论所欲超越的是被归结为主客体模式的卢卡奇的物化论或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 [1]

（P67）。关于马克思，广松涉认为，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资本
论》，其思想发生了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跃迁，物象化论正是马克思对于自己青年时代异化论的超越；

而卢卡奇对马克思的阐释却滞留于异化论时代，其结果便是严重的倒退，须予以批判与克服。因此，尽

管广松涉在对《资本论》解读的具体论述中很少涉及卢卡奇，但在方法论上却是直接针对以卢卡奇为

代表的对马克思哲学物化论或异化论的阐释。因而，欲理解广松涉之物象化论阐释在理论上的进展，便

不能不从卢卡奇的物化论或异化论开始。

尽管卢卡奇的物化论被认为本质上类似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但其《历史与
阶级意识》却也是基于《资本论》中的商品论分析，特别是商品拜物教理论立论的。卢卡奇此举乃是针

对第二国际以来对历史唯物论之机械决定论的解读，而为无产阶级的可能的能动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他

所面对的现实状况是按照传统的历史决定论阐释，革命应该首先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实际上却是落

后的俄国率先成功地举行了革命。对此，葛兰西甚至称之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如何解释这种情况，

¬ 广松涉指出，“卢卡奇有时候甚至将‘物化’的概念与‘异化’以及‘外化’这样的概念基本上以相同意义来使用，他在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区分‘异

化’与‘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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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面前的亟须解决的难题。卢卡奇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与当时的其他理

论家相比，凭借自己深厚的哲学功底，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系统的理论建构。

面对西欧与俄国革命之反差，卢卡奇的解读是无产阶级意识之缺乏，而缺乏之原因在于商品生产

作为物化过程所造成的物化意识的支配作用。关于这一点，卢卡奇自认为是循着马克思的理路而进行

的：“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非

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

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2]（P148）卢卡奇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对象性形式”，
二是“作为与之相适应的主观态度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中产生出来的那些基本问题”[2]（P149）。
关于“对象性形式”方面，卢卡奇首先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一段论述：“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

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

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

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

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3]（P89-90）同时，卢卡奇
也对此做了发挥：“从这一结构性的基本事实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

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

相对立。”[2]（P152-153）而“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
劳动的抽象……在客观方面，只是由于质上不同的对象——就它们自然首先获得自己作为商品的对象
性这一方面而言——被理解为形式相同的，商品形式作为相同性的形式、即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可交换性
形式才是可能的。在这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

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2]（P153）。至此，这些阐释大致上仍是在马克思思想的范围内。
但是，接下来，卢卡奇却并未止于只是阐释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做了自己颇为独特的发挥，并由此而

将理论的进路引向了全然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只要确定，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黑体为引者所加），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前提的资本

主义分工的劳动，只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

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

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

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

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2]（P154）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加了黑体的那
句话：“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以及卢卡奇接下来进一步强调的：“对我们来

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2]（P155）
不难看出，卢卡奇的这一发挥意味着，通过将社会抽象归结为可计算性，而将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物化

的理论引向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或者说，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补充”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至少可以

说，将两者作了某种“拼接”。

卢卡奇这里所做的将马克思与韦伯的“拼接”，尽管从某种意义上看，能够为之找到逻辑通路，即

可从社会关系的物化现象经由竞争压力引导出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趋势，但他将商品价值形成的社会抽

象直接归结为或等同为可计算性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合理化原则，却并无依据。从学理上看，便纯属“非

法”之举。这当中的根本缘由在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抽象是人们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无意识地产生的结

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而且，“价值量

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

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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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3]（P92-93）。显而易见，这种试图从商品交换过程中所隐
藏的无意识的社会抽象中直接计算价值量的想法，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而且也不具有任何现实性¬。

然而，卢卡奇这一非法“拼接”虽然在学理上不能兼容于马克思的价值论原理，但却通过这一思想短

路而搭上了韦伯的合理化这一顺道便车，使之能够即时进入《历史与阶级意识》之主题，借助合理化理

论而展开其物化现象与物化意识分析。关于物化现象，卢卡奇做了简单的分析，那就是他所指出的，基于

可计算性原则的合理化原则所带来的最为根本性变化乃是：“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

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在对所有应达到的结果作越来越精确的预先计算这种意义

上，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

合理化才是可以达到的。因此，它必须同根据传统劳动经验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方式决裂：没有

专门化，合理化是不可思议的。”[2]（P155）基于这种合理化的分割，整个社会便必须与之适应，不仅工
人、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必须适应，而且整个法律、国家、管理形式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即做出如在

企业中那样的“合理的和非人性的类似分工”，甚至在以往历史中被视为神圣的婚姻，也如康德所指出的

那样变成了商品交易关系 [2]（P155-170）。
就《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题而言，客观的物化现象的分析并非其重点，而只是为主观的物化意识

分析提供一个前提。卢卡奇的思路是，基于商品生产物化现象的普遍化，人们的主观世界不可避免地也

会陷入其中，从而形成与之相应的物化意识。“世界的这种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渗进了人的肉体和心

灵的最深处，在它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了自己的极限。这就是说，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

合理化，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形式上的——规律，虽然直接地和表面看来归入一个有普遍‘规律’的
统一系统，但是，看不到这些规律的内容所依据的具体方面，就会使这种规律系统实际上显得缺乏联系，

使局部系统的相互联系显得是偶然的，使这些局部系统相互之间表现出——比较——大的独立性。”[2]

（P170）这就是现代科学的存在状况：“陷入这种直接性之中的科学，把现实的总体分割成了一些部分，
由于工作的专门化而看不到整体了……现代科学越发展，它在方法论上对自己本身的认识越清楚，它就

越坚决地抛开自己领域的各种存在问题，它就越坚决地不得不把这些问题从由它可以理解的领域里排

除出去。它越发展，越科学，就越多地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式上的封闭系统，对于这种系统来

说，处于这个领域本身以外的世界以及甚至首先同这个世界连在一起的、由这个领域加以认识的物质，

即这个领域自身的、具体的现实基础，在方法论上和原则上被看作是无法把握的。”[2]（P174-175）这就
造成了物化意识之根本性问题：形式与内容的不相干或二律背反，并在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中体现了出

来。由此，卢卡奇将康德哲学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之典范表达，并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运

动看作是从思想上把握和克服二律背反之物化意识的努力。当然，这些努力，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虽

然推进了对问题的理解，但最终并未成功，而只有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但马克思的革命性思

想却又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给遮蔽了，于是，人们又重新陷于物化意识之中，而看不到无产阶级自身

乃是历史的主客体，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看不到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这样，卢卡奇也就借助对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分析，而对西欧发达国家缺乏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

给出了一个说明，并进而论证了无产阶级意识之自觉的客观可能性。这一论证理路启发了诸多后来者，

开启了有别于第二国际决定论体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思潮。毫无疑问，这一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理论范

式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不难看出，卢卡奇之主要意图在于主观方面的分析，也就是要通过物化意识或拜物教问题来说明无

产阶级意识之缺乏和克服之道，而对客观的物化现象，只是简单地借用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并未进行

深入分析。且不说卢卡奇是否证成了无产阶级意识，这里更为基本的问题是，卢卡奇并未对价值的社会

¬ 与之相比，后世的计算机社会主义凭借功能强大的现代计算机手段，倒是有更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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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进行深入分析，只是引用了马克思几处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便匆匆将分析引向了韦伯的合理化

理论分析，这当中又夹杂着马克思早年关于分工所导致的人的抽象化、片面化论述以及《资本论》中对

资本主义生产随着机器的应用所导致的工人对于机器的从属性等问题的论述，因而，这便给人造成了一

种价值的社会抽象或社会关系的物化等同于合理化、人的抽象化、片面化的印象。这样一来，也就将《资

本论》中马克思关于价值的社会抽象、社会关系的物化，理解成其早期著作中的劳动异化论了。这一点

正是广松涉所要超越的。

二、广松涉对《资本论》的物象化论解读

基于对马克思哲学从早期的主体异化论到物象化论转变的理解，广松涉严厉批判了卢卡奇在《历

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马克思的物化论或异化论阐释：“如果停留在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鲍威尔

的‘自我意识’置换为无产阶级，或者是其阶级意识，因此是以费希特、黑格尔的异化论、外化论的逻辑来

说明该‘大主体’的自我外化和自我获得这样的做法上的话，而且如果滞留在鲍威尔以‘批判’来说明主

观性和客观性的实践的统一的构图上的话，那么，不得不认为这个异化论的构图处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前

的水平。卢卡奇也被异化论与物象化论的青黄不接所祸及，而且由于他只能在将马克思的劳动论和对象

的活动论的适用范围‘还原’于青年黑格尔的（而且卢卡奇是在限于单方面矮小化情况下的黑格尔的那

个）的位相来把握，而没有充分把握唯物主义的地平，所以，如果大胆地说的话，卢卡奇是把马克思主义

硬拽回到鲍威尔派的水准去了。”[1]（P209）
在广松涉看来，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类本质”来理解人，这仍然停留在黑

格尔左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水平上。在受到施蒂纳批判的刺激之后，马克思则转而寻求新的出发点，这

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

“现实的个人”的提出。但“在《提纲》中，还停留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一般性提法上”，而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将视轴定在‘内部存在’与历史诸关系中的人们，‘人们的对自然的以及相互

的诸关系’上来重新建构理论”，即“从‘工业’中来看待‘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过程现场”[1]（P36，40）。
在这里，“个别的人不是自在并进入关系态，个别人的存在也好，相在也好，都是由该历史的诸关系来规

定的。更确切地说，存在、相在的个别人即该诸关系的‘纽结’”。在这种理解下，“可以说马克思的所谓物

象化，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质’（例如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这样的‘性

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类现象等等的称呼”[1]

（P44，70）。“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平上，在原理层面上，已经不能采用主体的客体化和
再主体化这样所谓‘主体—客体的辩证法’的理论，也就是主体的人的自我异化、自我获得这样的构图。
这正是物象化论的构图确立在扬弃‘主体—客体’图式的地平上的原因之所在。”更明确地说，物象化论
的构图正是“扬弃了异化论所依据的‘主体—客体’图式，不是所谓主体的东西的客体化，而是将关系状
态的物象化进行自省”[1]（P63，65）。
但无论如何，《资本论》在广松涉物象化论的阐发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物象化论阐发

的最佳范本。这是因为，在广松涉看来，“《资本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的‘经济学的读物’，而是告

知一种世界观的‘哲学书’……尽管马克思在很多文章中表述过与其世界观的根本相关的部分观点，却

没有对其世界观进行过系统的论述。我认为，通过从《资本论》进行逆推，对他在各处所表述的乍看‘奇

特’的章句，其实也是可以整合性地加以理解的”[1]（P132）。基于对《资本论》的这种认知，广松涉在
《资本论的哲学》中写道：“我想并不只是停留于祖述马克思的观点，而是从我们的视角来把握马克思的

言外之意。”[4]（P101）这视角自然就是上述“物象化论的视角”。
正如其书名《资本论的哲学》所标示的，广松涉的解读尽管涉及经济学内容，但在基本立意上却是

哲学层面的，是要从哲学层面，特别是哲学方法论层面说明马克思是如何“从认识上同时批判了对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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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这一主题设定体现在内容上，便是全书不算附录共四章（序章和三章正文），基本上只涉及

《资本论》第 1 卷第一章的内容，主要是价值形式论、价值实体论和商品拜物教论的内容。
（一）关于价值形式论

在论述次序上，广松涉首先切入的不是马克思论述中在先的价值实体论问题，而是价值形式论。将

研究对象首先锁定在这一部分，不仅在于价值论对于《资本论》全书的基础性方法论框架意义，而且更

在于体现在价值形式论中的辩证法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独特意义。对于广松涉而言，也正是在对

价值形式论的分析中，其物象化论的分析效力才得到了颇为精彩的展现。

价值形式论一向被视为《资本论》中理解最为困难之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指

出过：“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

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则不一样。它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辩证法比在最初的叙述中强

烈得多。”[5]（P13）。为此，马克思甚至听从恩格斯和库格曼的建议，专门为那些“不完全习惯于辩证思
维的读者”写了一个“讲义式地叙述问题”的《价值形式》的附录。在第二版中又将第一版中附录部分的

内容揉进正文中，重新进行了表述。但尽管如此，后人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误解、忽略与争论并未减少，

而是长期持续地进行着。前面曾指出，卢卡奇忽略了价值形式论的分析过程，而直接将马克思的结论与

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拼接了起来。第二国际以来的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则往往将价值形式论仅仅解

读为一种对于货币形成历史的实证分析，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们也往往基于这种理解而攻击和嘲弄马

克思的辩证法¬ [6]（P313，314）[7]（P20-23）。后来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则重新将“价值形式论”
作为研究重点，并将之作为重建马克思辩证法的典范。基于此，有志于将物象化论建构为一种普遍性的

哲学范式的广松涉，将解读目标锁定于价值形式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方法论上看，物象化论的主要构架是所谓“现象的所与—意义的所识”及“能知的某人—能识的某
人”的“二肢二重性”或“四肢存在结构论”。“所谓‘物象化’……是在定位于‘关系的始基性’这样的存在

理解的同时，立足于面向他们（für es）和面向我们（für uns）这一构图的规定形态。”[1]（P69-70）基于
此构图，则“人们的主体际的对象参与活动的某个总体关联形态，在当事人的日常意识中（另外，即使对

于仅仅停留在系统内在水准的体制内‘学知’来说），犹如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像物的性质，甚至

像物的对象性一样地映照出来。这样的面向我们（für uns）的事态，就是马克思的所谓的‘物象化’。”[1]

（P70）运用这一构架去分析价值形式论，则能够使之以一种比较清晰的形式呈现出来。
如果以马克思《资本论》中所例示的麻布的生产者和所有者 A 与上衣的生产者和所有者 B 为讨

论对象，则对 A 来说，B 是作为人类劳动主体这种抽象的一般者或类的具体表现而出现的。在这种情况
下，上衣既是 B 的劳动产品，同时又是抽象人类劳动的一种凝结物。这时，从 A 的视角 für uns（面向
我们）地考察事态，与从 B 的视角是共轭的，即 A 在 B 的视角中，其产品麻布也是作为抽象人类劳动
的一种凝结物而出现的。这样，在 A 和 B 各自的视野中，若都 für uns（面向我们）地考察事态的话，
那么，各自的产品，即 A 的产品麻布和 B 的产品上衣，便都被视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物，并被视为具
有同一性，能够彼此作为等价物而成为对方之相对价值形式的表现形式 [4]（P102-104）。以上便为对于
“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即所谓“第一价值形式”的分析。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亦即“第二价值形式”，是从麻布的生产者和所有者 A 的视角 für
uns（面向我们）地看待一系列对方 B，这个 B 可以是任何产品的生产者和所有者。与第一形式有所不
同，“现在，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世界的其他无数的元素上。每一种其他的商品体都成为

反映麻布价值的镜子。这样，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因为形成这个价值

的劳动现在十分清楚的表现为这样一种劳动，其他任何一种人类劳动都与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种

¬ 如庞巴维克便指斥马克思关于价值实体的推论为“坏的推理”和“粗心的结论”，“马克思利用演绎法来证明劳动学说的企图是整个失败的”；熊

彼特亦将马克思的价值论归结为李嘉图式的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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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具有怎样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物化在上衣、小麦、铁或金等等之中”[3]（P78-79）。
从第二价值形式到第三价值形式或“一般价值形式”的转变，人们往往将之视为仅仅是等式两边的

简单颠倒。其所以如此，在广松涉看来，是由于以往论者通常错误地将价值形式的发展，理解为一种探

寻货币起源的历史发生史。而从物象化论的视角来看，从第二形式到第三形式的展开，并非历史的过程，

而是对同一事态从两个交换当事者中不同视角的眼光出发 [4]（P115-117）。因此，“对我们来说，所谓第
三形式就是对第二形式中相对价值形式的方面即自为存在的麻布生产者和所有者 A 的他为事态的定
式化。因此，从空中俯视的角度来看，或者从当事主体的自在意识来看，虽然第二形式与第三形式是同

一回事，但是，对于分析基于当事主体的视角的自为事态和他为事态的区别与统一的 für uns 的学识而
言，两者是不同的”[4]（P116）。
一旦说明了第三价值形式的机理，那么从第三形式到第四形式即货币形式的过渡，正如马克思所指

出的那样，就容易理解了：“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

第三种形式的困难。”[3]（P87）这是因为，“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
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第四种形式与第三种形式的惟一区别，只是金现在代替麻布取得

了一般等价形式。金在第四种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种形式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3]（P87）。
（二）关于价值实体论

在《资本论》第一章中，还有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即所谓的价值实体论。这一问题在《资本

论》的论述顺序上本是在先的，但在广松涉看来，只有在对价值形式论有了恰当的理解之后，才能够更

好地理解价值实体论。

价值实体论的争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实体。马克思从区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

值出发，指出“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

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

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这样一来，“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

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形成价值实体的
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3]（P50-52）。在接下来的几页中，马克思更进一
步说，“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

说，它形成商品价值”[3]（P60）。马克思这里的表述方式，正如他所指明的那样，是辩证法的，且比最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强烈得多”，而对于那些“不完全习惯于辩证思维的读者”来说，有可能导致误读，

即将辩证法从抽象到具体由以开始的抽象范畴当作某种“逻辑的抽象”。在这样的误读中，马克思关于价

值实体与价值形式的论述便似乎成了某种循环：一方面，似乎“只有在‘交换过程’中，‘价值表现’才化为

抽象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交换之前即已对象化的抽象的人类劳动是重要条件”[4]（P124-125）。
这里的关键之处，是如何理解价值实体之为“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这一抽象规定。若考诸人

们对于这一规定的批评，不难看出，其中根本的症结在于人们似乎无法把社会关系的抽象与“同一的人

类劳动力的耗费”关联起来，更不用说与“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这样似乎自然的规定性联

系起来。但其之所以无法将两者联系起来，似乎又在于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上，却往

往忽略了马克思在其前所加的“同一的”定语。在辩证法的背景下，当说到“同一”时，必定意味着其对立

面“差异”存在。而在目前这一语境中，差异便是诸多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及其千差万别的生产和交换

活动；而在这些差异性存在中，唯一“同一”的便是各自的商品体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的结

果，因而，全然“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之后，所得的剩余物便只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但这抽象

绝非只是对于具体劳动的抽象，而是更为根本的对于商品交换关系亦即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抽象。

对此矛盾，广松涉的疏解方法自然还是其物象化论。这其中的关键是对价值实体性的物象化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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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所谓价值的实体性，不同于传统的实体概念所理解的结构。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已明

确指出的那样，价值的实体虽说是‘绝对’的价值，在真实态中是‘关系 = 相对’的规定。但是，虽说同样
是关系规定，那也有别于价值形式、交换价值层次的关系规定，其基础是相对于形式论、相对价值论层次

的关系规定的作为‘实体、绝对’的规定。并且，这种高层次的关系规定，如果不是基于形式论层次的关

系规定的概念性把握，就不能厘定中介性的‘关系第一性’。”[4]（P128）这里所谓“高层次的关系规定”，
便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

这里广松涉将价值实体界定为一种关系性规定，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中那种作为终极存在的社会

性实体，的确是抓住了马克思价值论的要点。基于此，所谓“循环”之说也就不难破解。所谓循环云云，实

际上不过是对于辩证的表述方式的不理解而造成的。如果将价值实体理解为一种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终

极存在物，并且将马克思这里的阐述方式做传统的形式逻辑推演，那么，这里的确存在着循环。但是，作

为辩证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式，其出发点抽象概念只能是从所论的作为有机整体的对象中抽象出

来的最为简单的规定，然后通过概念的矛盾运动而逐步走向具体。这一理论推演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

说，“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

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并因此而批评“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

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8]（P701）。马克思这一方法论规定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科
学研究所建构起来的“思维具体”，只是思维对于实在主体即现实社会的观念把握，这种把握只是“好像

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但绝非就像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先验结构”，即并非实在主体的直接呈现，“实在

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因而人们也就只能从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外部对待去理解它

们的关系；二是既然所论对象只是思维对于实在主体的“把握”，而思维把握实在的方式即从抽象上升到

具体的方式，并不同于“实在主体”自身，因而只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才能与现实的实在主体相对

应（这种对应也绝非等同），而对于尚未达到具体的抽象范畴便不能将之直接与现实社会这个实在主体

对应起来。“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

情况而定。”[8]（P702）但至少这里作为剥离了任何使用价值的价值实体，便没有任何“独立的历史存在
或自然存在”，而只是价值形式论展开的一个极度抽象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有如黑格尔《逻辑学》作

为出发点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从而等于“无”的纯存在。如果人们能认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以纯存在作

为从抽象到具体的出发点，那么，似乎便没有理由责备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以极度抽象的“价值实体”作

为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出发点。

就此而言，广松涉价值实体论解读所受到的批评，似乎是建立在某种错位的基础上的，因而并未击

中目标。如中野英夫从宇野弘藏区分“价值本身”与“价值实体”的观点出发，不仅批评“这种‘价值本身’

的阐明，在马克思那里是以与‘价值实体论’相混合的形式而展开的”，同时也批评广松涉虽然“实际上如

实揭示了‘内在于商品的价值’，是如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仿佛是内在地看

到的东西’，解明了被看作难解的‘商品的拜物教性及其秘密’”，但在价值形式论中还是把好不容易区分

开来的“价值本身”与“价值实体”混淆了起来 [9]（P71-72）。这里可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如广松涉是将价
值实体理解为关系的规定，而非如中野英夫所指出的“投入劳动量”这样的规定，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区分

所谓的“价值本身”与“价值实体”？此外，这类批评还往往忽视了广松涉以物象化论视角解读《资本论》，

一个核心之点便是要阐明，马克思如何类似于在哲学层面上以物象化论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

样，以物象化论超越体现于价值论中的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在广松涉看来，将价值视为自然物之属性

的价值实在论，不过就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对应者；而将价值视为不过是主观的想象的价值唯名论，则是

“与近世的构想中的‘第二性质’相类似的东西”，因此，“价值唯名论与价值实在论的对立，不单单是在经

济理论上的对立，而恰恰是在哲学观、世界观上的斗争”[1]（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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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拜物教论

正如广松涉所言，所谓拜物教不过是物象化之特殊表现而已，因而，在对价值实体论和价值形式论

作了物象化论阐释之后，商品拜物教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说明。按照广松涉的解释，所谓拜物教

不过就是商品社会中各个主体把他们之间通过商品交换所形成的主体间性或社会关系，看作独立自存

的实体而已。广松涉在书中所引的内田弘的话，可视作是对其理论的简要表达：“《资本论》固有的主题

是批判地认识人类个体在社会分工 = 协作体系的现代关系的内部结成的显著而独特的形式。”“资本主
义社会中作为乍一看当然如此的东西所表现的各种现象，其实源自更深的社会结构，并且那种‘深层结

构’，可以说使我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为‘自然形式’……这种结构本身是不可见的，在那种不可见的

结构中，实际上隐藏着我们人类个体的具体姿态，日常生活展现为我们自身的真实状态的影像，可谓是

‘颠倒的假象’……从抽象的状态来说可作如是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暴露了这种活力上不可

见的结构。而且，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这种可见的、不可见的认识论性质，《资本论》不仅批判了资本

主义社会这一对象，同时，特别是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逻辑范畴，批判了我们所看到的这

个商品世界的认识结构，尤其是经济学的市民性视域结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认识上同时批判

了对象和主体。”[4]（P101-102）

三、物象化论解读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物化论

通过上面对比卢卡奇与广松涉对《资本论》的阐释，我们看到，后者的物象化论阐释的确超越了前

者的物化论或异化论阐释。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物象化论阐释是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物化论阐

释，或者说，在更一般的意义上，物象化论与物化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于物象化论与卢卡奇物化论或异化论的关系，广松涉自己的判断是一种现代哲学模式与近代哲

学模式的关系。在广松涉看来，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仍属于近代哲学之范
式，而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则发展出了属于现代哲学之范式的物象化理论。他写道：“今

天，人们在论述对近代（作为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哲学的、世界观的地平的超越问题时，将对所

谓‘主观—客观’模式的克服当作标志的做法已成了常识。我们也可以像以往一样，把这一点作为辨别
的标志。”而“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站在‘主观—客观’模式的哲学的顶点”[1]

（P5），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既然只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与《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一样，被归入近代哲学的范式了。那么，两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毫无疑问，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卢卡奇在阐释自己的物化论时虽然是从马克思的商品

论分析开始的，但却很快转向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关系展开了其物化现象与物

化意识的分析。这一分析并未涉及马克思对于价值形式的分析，而是将马克思与韦伯直接拼接，在逻辑

上也陷入了混乱。与卢卡奇不同，广松涉的分析却是遵循着马克思的思路展开的，且逻辑清晰地阐明了

马克思的价值论。就此而言，广松涉的工作无疑是超越了卢卡奇的。但是，这里还须进一步追问的是，

这种超越只是对卢卡奇这一具体文本中理论架构的超越？还是对作为一种理论传统的黑格尔主义阐释

模式的超越？如果是一种总体上的超越的话，那么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如果我们把这种黑格尔主义传

统的理论模式称为物化论或异化论模式的话，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物象化论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物

化论？

这里首先要探讨的是，卢卡奇作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能合乎逻辑且清晰地阐释马

克思的价值论，是否意味着黑格尔主义的物化论或异化论理论模式一般而言便不能合乎逻辑且清晰地

阐释马克思的价值论？如果能，则其与物象化论的阐释又有何不同。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基本理论模式是“现象的所与—意义的所识”“能知的某人—能识的某人”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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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存在结构论”。该理论模式最重要之处在于从两个层面上看待认识主体和认识现象，即，一个层面的认

识主体是“能知的某人”，与之对应的认识对象是“现象的所与”，另一个层面的认识主体则是“能识的某

人”，而与之对应的认识对象是“意识的所识”。若与传统哲学相较，所谓“能知的某人”，可大致上对应于

作为感性存在的个人，而所谓“能识的某人”，则可大致上对应于作为理性存在的人。但广松涉不是简单

地将“能识的某人”理解为一种现成的存在，而是理解为一种为其社会关系所规定的存在，是一种为主体

间性所规定的主体性。因而在这种“四肢存在结构论”中，强调的是“四肢”的整体性、关系性，即所谓的

“关系存在论”。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关系存在论”在黑格尔主义的阐释传统中有无对应性的规定？

平心而论，尽管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由于匆匆跳跃到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而未能真正把

握马克思的价值论精髓，却并不意味着这一黑格尔主义物化论的辩证法阐释方式原本在原则上就根本

不适合于分析马克思的价值论。事实上，广松涉关于“现象的所与—意义的所识”与“能知的某人—能识
的某人”的四肢结构，在这种物化论的辩证法中也能找到对应的规定。所谓物化论的辩证法，其实就是

不满意于经验论将感性存在物视为现成存在之物，而是要将之视为为其后的本质所规定的现象性存在。

因此，在辩证法框架中，存在物被分为本质与现象两个层面。与这一存在论构架相应，认识主体亦被分为

两个层面，即感性与理性。感性所及只是表面现象，理性则能洞察本质。无疑，广松涉的“能识的某人”是

主体间性所规定的个体主体，但在卢卡奇哲学中，个体亦是为社会关系所规定的，具体到所论的商品社

会，就是为商品生产所造成的物化现象所规定的，乃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精神形象，不仅如

法律、政治理论，甚至科学本身亦为之所规定而成为物化意识。依据这一结构，从理论逻辑上讲，卢卡奇

实际上也可以不借助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来说明物化现象如何规定了物化意识，并由此说明商品拜物

教现象。至于价值实体论与价值形式论，就逻辑可能性而言，这种辩证法结构无疑也能够加以说明。事

实上，后来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主导者，如巴斯豪斯和莱希尔特，便是在卢卡奇论述的基础上，重构了

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论辩证法 [10]（P53-83）。这一工作无疑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本文的上述论断。
当然，若比之广松涉的物象化进路，卢卡奇的物化论无疑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它对能够

穿透现象而抵达本质的理性能力，只能肯定其存在，肯定其受社会存在之规定，但对这种规定作用如何

得以进行，却未能给出一种说明，而物象化论则借助于其主体间性理论给予了更为精细的说明。且物象

化论之说明由于立基于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活动这种商品社会中最为基本的交往关系，因

而理论建构就更为贴切。就此而言，物象化论无疑是超越了物化论的。但是，如果将这种超越视为现代

哲学范式对近代哲学范式的超越，则似乎有夸张之嫌，且不说现代哲学范式与近代哲学范式这类对比性

概念之模糊不清，难以界定。广松涉集中所指的所谓近代哲学范式，主要是认为，无论是《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还是卢卡奇，都是持一种费希特式的主体本质异化论的唯心主义立场，而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开始，马克思则转向了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去理解人的物象化论立场。此一说

法，实则包含着对于青年马克思、卢卡奇甚至费希特的诸多误读。实际上，无论是青年马克思，还是卢卡

奇，甚至费希特，都从未主张过这种主体本质异化论。就马克思而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尽管
还未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命题，但是也已经提出了“个体是社会存在物”“人是

一个特殊的个体……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这样的

命题 [11]（P302）。更重要的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未主张一种简单的人本主义，
而是主张“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11]（P297），亦
即主张一种为自然主义所规定了的人本主义，或为人本主义所规定了的自然主义。这种人与自然互相规

定的人本主义或自然主义，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阐发的“人是对象性存在
和对象性活动”之命题 [11]（P312-337）。因此，《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异化论便并非是人
的内在本质的异化，而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异化；而异化的扬弃，也就是“对异化了的对象性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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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全部重新占有”[11]（P322）。显然，这是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主体内在本质异化论不同的。与之相
似，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建构了一种将历史视为终极存在的历史本体论，无产阶级首先是

作为历史客体存在的，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有待于阶级意识的自觉。甚至费希特哲学的出发点也

是超越有限自我的绝对自我，而非与非我对待的有限自我。因此，如果我们消除了对青年马克思、卢卡

奇和费希特哲学的简单化解读或误读，公正地看待《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
本理论架构，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对于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物化论或异化论来

说无疑是有某种超越，但这种超越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范式的转换，而只是后人对于前人理论的补

足和完善。就哲学理论范式而言，笔者以为，广松涉并未离开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多远，可以说仍是处

于同一理论范式之中，甚至广松涉的物象化论仍可归属于对物化论的发展和完善。

四、物象化论与物化论的共同缺失

我们在上文中把物象化论归为对物化论或异化论的发展与完善，亦即将两者归为同一理论范式，

或许会引发某种疑问：广松涉由之做出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在理论范式上的差
别还能够成立吗？对此问题，笔者的回答是，广松涉由以进行区别的依据，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是不能

成立的，但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之在理论范式上的重大区别却是不能因此而被
否认的。这一区别诚如雷蒙·阿隆所指的：“如果马克思没有以科学的严谨性证明共产主义的出现的抱负

和希望，那么他就不必花费 30 年的时间来撰写《资本论》（还没有完成《资本论》）”，“而撰写《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用了几个星期”[12]（P118，143）。因此，我们还必须探究这一理论范式所由以区
别的真正依据。这个依据非他，便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所说的：“哲学家们只

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P136）而要改变世界，便必须要以科学的方式揭示
出所欲改变的世界之规律。这里的关键词是“以科学的方式”。我们知道，近现代科学之不同于古代科学

或自然哲学的根本之点有二：一是经验性，另一是数学化。这两个方面是内在相关的：只有经验性的对

象才可能用数量加以描述，而古代自然哲学所设拟的那些超验对象是无法用数量表达的，因而数学化表

达所揭示的便是经验性对象的因果关系，即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动力因。这一点正是为近现代科学

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本质所规定的。这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唯有可量化的动力因是人所能

够加以操纵而改变对象以合乎人的目的的。这也就是科学史家伯特所指出的，近代机械论因果观念与

古代目的论因果观念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那就是把一个有待说明的事件分析成为比较简单的（而且

往往是预先存在的）构件，以及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14]（P265）。因而，如果马克思不
满足于只是解释世界和宣称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只是满足于号召人们凭着激情不计后果

地去行动，那么，他就必然要探寻这一现存世界发生、存在运行和终结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有效地改变现

实世界的行动提供科学的指导。马克思通过接触现实和研究认识到经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础地位，

同时也认识到唯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科学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水准，因而便义无反顾地从早先那种比较

笼统的哲学式研究进入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

但要进入对现实世界的科学研究方式，便须接受近现代科学研究的约束条件，那就是前述将研究对

象限制在经验性的和可数学化地表达的范围内。众所周知，马克思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
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中有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表述。这段通常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

意思：其一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其二

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其三是“在考察这些变革

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

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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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同时特别声明这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

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8]（P2-3）。显而易见，这一声明表明这三个方面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原
则。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个方面是指出所研究对象乃是人们的活动及其形成的客观关系。这也就是说，马克思这里所

指出的，是必须将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形成的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看作客观的社会存在，而

不能将之视为某种本质存在的假象性表现，然后加以贬斥了事。第二个方面是肯定了物质性的经济生

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地位。这一肯定不仅只是宣示一种唯物主义立场，更是表明其“政治经济学

批判”是要将之作为决定其他社会生活的基础来加以考察，并且这种考察亦限定在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

物质变化方面。与第二个方面相关，第三个方面是指明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描述的只是物

质生活方面，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目标便只是对物质性的经济生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的科学

描述。

综合这三个方面来看，《资本论》开首之处对于价值实体论、价值形式论的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以往

的阐释或是主要从经济学层面将之归结为对于货币形成过程的描述，或是主要从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秘

密的哲学批判方面着眼，这样看来都是未能抓住马克思的真正意图之所在。这里必须看到，马克思之所

以反复强调价值形式分析的重要性，其主导性目标正是要将这一商品社会的客观存在作为研究对象建

构起来。尽管马克思的确也说过这样的话：“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

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劳动产品成

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

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3]（P89-90）但是，关于商品社会中的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马克
思并未只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之物化或物象化现象，而是认为这些现象尽管是为

商品生产和交换所规定，但并非只是虚幻不实的存在，更非只要通过将其社会关系本质揭露出来就能够

在原形显露之下自动归于灰飞烟灭，而是必须将之当作客观的社会存在予以认真地对待。这就是说，必

须以客观的科学方式研究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以便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为人类解放谋取最大利

益。就此而言，无论是卢卡奇的物化论还是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尽管都注意到了马克思对于价值关系形

成的客观性的强调，如广松涉曾在书中多次引用马克思关于价值抽象的客观性的话，即“他们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3]（P91），但最终还是停留于将价值形式论，特别是拜物教论解读为对这
些物化或物象化现象之本质的揭示上面，而没有看到马克思更为根本的意图在于建构起关于资本主义

之运行客观规律的科学逻辑，以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真正有效的理论工具。卢卡奇更是将科学归结为物

化意识之体现，从而也就更谈不上从科学方面去理解《资本论》了。在这方面，詹姆逊倒是更好地把握

住了马克思的意图，他写道：“对马克思来说，交换价值的客体也能够有一种‘幽灵般的客体性’，这不是

什么纯粹主观的错觉或个人的胡思乱想，而是一种社会事实，一种我们危险地忽略了的社会现实。”[15]

（P19）柄谷行人也有与詹姆逊类似的论述 [16]（P187-189）。
不仅如此。这种对于以科学方式建构资本主义客观运行规律的忽视，特别是将价值论理解为基于人

本主义道德批判的理论趋向，还不可避免地会误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意图。这里涉及的是一

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归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批判？即根本上是一种

哲学性的道德批判呢，还是更为根本的是一种科学的批判，即揭示出资本主义产生、运行和灭亡的客观

规律？我们曾在别处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首要的方面并非通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揭

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对之加以道德上的批判，而是从根本上说要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

运行和终结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如何实施自身的解放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在这里，科学地

揭示出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规律，首先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关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自然体系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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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长存的先验幻象的批判，而这一基于客观的科学对资本主义之趋向灭亡的宣判，也可以称为对资本主

义现实体系的科学批判。可以想象，这种依据科学的宣判，对于资产阶级永世长存之信念的打击，要比

之斥责其非道德性更为有力、有效 [17]（P15）。事实上，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地
声言：“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

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

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

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3]（P10）马克思此处的
话语，对《资本论》是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而非道德批判的意图表达得如此明确，显然不能对之无视。

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必须依照科学的方式建立起理论体系，即这里必须如前面所

指出的那样，建立起伯特所指出的那种“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的因果理论体系。而这

种因果理论体系又是一种对于主客体关系中的工具性中介作用的观念性表达。工具作为主客体关系的

中介，其根本功能在于将主体的目的形式有效地赋予对象，使之成为合目的之物。但对象对于主体的合

目的形式只是其某一方面的属性，而非全部，因而工具所用以指向对象形式也就只是针对对象之某一方

面。就此而言，相对于对象自身之丰富性来说，工具体系所指向者便是一种抽象。正是通过这种抽象作

用，工具将对象建构为合乎主体目的的形式。既然科学不过是工具性活动的观念表达而已，那么，科学之

建构理论体系在此意义上也就正是一种抽象作用，即将丰富的感性对象抽象为一系列抽象的理性概念，

并以因果关系的方式将之组合起来，构成一种理性或思维的具体。很显然，这种理性或思维的具体相对

于感性对象而言，仍是一个抽象之物，即思维所建构起来的抽象之物。正缘于此，马克思才批评黑格尔

陷入了幻觉，把建构科学对象的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的进展看作是实在主体自身的综合。毫无疑问，直接

把握住实在主体自身，是思维所追求的终极理想，但那只能是作为绝对主体的全能全知的上帝的思维，

并非有限的人的思维。人的思维若欲有效，只能从那些根基于人类有限的工具性实践方式出发，并满足

于把握住实在主体的有限的方面，即从实在主体的具体性中抽象出来的有限对象。

科学的这种抽象作用在伽利略开创近代科学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显著，且自那以后已被广泛地使用，

人们早已经习以为常。而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社会生活领域，则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始。当然，由于对

象的不同，这两种抽象方式自然也会有所不同。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也对比了社会科

学与自然科学抽象方式的不同：“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

象力来代替。”[3]（P8）但无论如何，对于具体的实在主体自身进行抽象都是必须的。只有通过这种抽象，
建构起人的有限思维能够把握的科学对象，方能够通过客观的科学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之发生、发展、

运行和灭亡的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最为客观有效的科学指导，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蔑视的那些

耽于空想的理论家那样，只是不计后果地鼓动人们的情绪。

然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一科学的抽象方面，而只抓住了商品交换过程自身的抽象。诚然，能

够揭示出商品交换中存在的客观的价值抽象，这比之那种只将《资本论》看作单纯客观的经济学体系

的观念要深刻得多。在这方面，无论是卢卡奇的物化论阐释，还是广松涉的物象化论阐释，以及索恩-雷
特尔之试图将这种抽象作用扩展为整个人类思维抽象作用之根基 [18]（P28-57），都在理论上贡献良多。
但是，对《资本论》中抽象作用的把握却不能停留于此，而是必须进一步看到，马克思除了以商品拜物

教论来揭示这一交换过程的抽象作用之外，还进一步通过科学及科学的方式，对这一包含着社会抽象作

用的社会实在进行了二次抽象，由之建立起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

剩余价值论而论证了利润率下降这一“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19]（P148），那就是资本主义
之趋于灭亡的规律。对于无产阶级解放而言，这一规律的重要性显然超过了其他任何道德批判之功能。

反观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只强调主体间性而忽略了主客体关系，甚至将之视为要被克服的近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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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卢卡奇更是将科学视为物化意识之体现，因而《资本论》中的科学取向是这些阐释方式所看不到

的，这显然就失却了《资本论》中最重要的方面。因此，为全面深入理解《资本论》，还必须超越物化论

和物象化论这两种有缺陷的解读模式，而将科学的抽象方式包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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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and Imperfection of Hiromatsu Wataru’s Reading of
the Capital in the View of Versachlichung

Wang Nanshi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riginality of Hiromatsu Wataru’s reading of the Capital lied in the philosophical
sense more than in the economic sense, i.e the explanation on how Marx criticized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oint of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Although the explanation
overmatched Lukacs’ reading of the Capital in the view of the Verdinglichung or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there are some serious imperfections in Hiromatsu Wataru’s reading of the Capital for his
neglect of Marx’ scientific critique on the capitalistic immanent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the Capital ; the idea of versachlichung; the idea of verdinglichung; Hiromatsu
Wataru; 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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